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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威、沟通能力与管理知识资源转移的关系
———基于高管流动的 ERP 模拟实验检验

谢荷锋,娄芳芳淤,彭华训淤,郭摇 敏于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如何有效促进新任高管的知识资源跨边界转移,一直是企业“聘中学冶的重要议题。 基于知识转移的视角,采用

ERP 模拟的实验方法,研究高管跨企业流动的情景下,新任 CEO 的领导权威、沟通能力和管理知识资源转移效果间的关系。 研

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威和沟通能力对高管的知识转移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沟通能力的回归系数符号显示,沟通能力对领导

权威和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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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管理知识资源可为企业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竞争

优势。 Castanias 和 Helft (1991)认为,“管理知识资

源冶———高层管理者的知识、经验和专业技能等,是企

业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创租冶的主要

源泉[1]。 为此,企业通常采用“干中学冶或 /和“聘中

学冶等模式来获取核心的管理知识资源。 相比经过漫

长积累过程的“干中学冶,雇佣外部拥有丰富工作经

验的高级管理者,即“聘中学冶是更为快速有效和低

成本的管理资源获取方式,因而越来越受到企业的

重视[2]。
在企业实践中,“聘中学冶并非是无条件的。 对

于特定高管来说,在转移和分享其个体管理知识时通

常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高管要发挥影响,
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分享和转移其管理经验和

知识,以影响其他成员(包括其他高管和下属)对其

权威和特定管理方式或方案的信念,保证其管理意图

的顺利实施[3]。 另一方面,知识是权威的重要基础,
分享知识意味着权威的损耗甚至丧失[4]。 这意味着,
高管必须谨慎地在发挥影响和保持权威二者中维持

某种微妙的平衡。 我们认为,这种平衡保持的一个重

要前提是,高管与知识接受对象之间要保持足够的知

识势差,既能避免分享知识所带来的权威损害直接威

胁管理者的地位和影响,又能确保高管有足够的时间

弥补因分享带来的知识损失。 陈伟等的研究表明,当
知识分享双方的知识势差大于一定程度时,知识位势

低的成员难以理解知识位势高成员的看法,必须经过

双方充分的互动和信息交流,转移的知识才能被充分

吸收与整合[5]。 相对而言,权威越高的高管可能越愿

意分享其知识资源和管理技巧。
另外个体特征,如态度、能力等也会影响到个人

的知识分享意愿[6]。 这意味着在一定情景下,如若分

享者与接受者权威距离较小,高管的个体特征可能会

减小其对权威损害的担忧,从而增进其分享知识的意

愿和行为。 我们认为,沟通能力通常具有这种重要的

功能。 即高超的沟通能力不仅直接影响高管知识分

享,还可以有效调节领导权威与高管知识分享之间的

关系。 本文利用模拟实验的方法,对上述观点进行了

实证检验。

一摇 研究理论及假设

(一)领导权威与知识转移

领导权威是指领导者在被领导者心目中的地位

和威望,是成员对高管的异质性知识和特殊才能的感

知,高管对企业的影响,最终是通过将其独特的管理



知识资源有效转移给下属团队、部门或员工而实现

的[7]。 而知识转移包括存在所需的知识、分享知识意

愿、知识获取意愿、接收者的吸收能力等四个要素,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8]。 研究表明,知识转移双方的动

机、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知识的有效转移[9]。 而高管

的领导权威对提升管理知识资源转移双方的动机和

能力、知识资源的可信度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势必

会影响管理知识资源的有效转移。
其一,高管的领导权威会显著影响知识转移双方

的动机。 一方面,具有足够大知识势差的高管会对知

识分享造成的竞争威胁顾虑较小。 研究表明,在知识

密集型的环境中,知识分享会排除分享者的贡献,使
个人的专有知识成为他人无偿获取的公共物品,增加

了竞争的可能性[10]。 因此,高管的领导权威越大,知
识势差越大,分享知识引起的知识损耗也相对越小,
知识分享的动机越大,反之,动机则越小。 另一方面,
领导权威是高管自我效能的感知,而高管自我效能的

实现最终依赖于为员工提供知识支持,实现组织目

标。 因为,高管支持性的态度和行动是组织知识管理

成功、绩效目标达成的关键[11]。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
员工往往会将高管的知识分享行为看作是一种组织

支持方式。 感知到组织支持的员工,会用对组织有价

值的方式报答组织[12]。 即高管的领导权威越大,自
我效能实现的意愿越强,分享知识的动机就越大;相
应地,员工感知到的高管知识分享支持越强烈,接受

与运用管理知识资源为组织创造价值的动机越大。
其二,高管的领导权威与其知识转移能力密切相

关。 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清
楚地表述知识用途、准确评估知识潜在接收者的需求

和能力、对知识进行转化以便用于其他途径等[13]。
具有较高领导权威的管理者,可能对其知识转移能力

形成两种结果。 一方面,高管对管理知识资源的属

性、用途、适用对象等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解,实现知识

与接收者准确匹配的能力更强。 另一方面,高管较大

的知识容量,增加了知识融合与创新的机会,减小了

适用情境、问题属性等方面的限制,高管向下属转移

管理知识资源的渠道会随着领导权威的增大而增多,
转移能力增强。 总之,领导权威大的管理者,有效转

移知识的能力也相应更强。
其三,高管的领导权威影响转移知识的可信度。

权威是由被领导者接受,以指导组织达到预定目标的

统一意志或力量[7]。 因此,高管基于知识资源的领导

权威,是与管理知识资源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共生

的。 作为知识接收方,员工对于高管分享的知识,首
先进行准确性和有用性判别。 高管的领导权威越大,

员工认为管理知识资源的可信度越高,对待知识的态

度更郑重。
综上分析,本文对领导权威与知识转移效果的关

系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环境下,领导权威正向影响高管的管理

知识资源转移效果,领导权威越大,知识转移效果

越好。
(二)沟通能力与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涉及个体作为知识发送方向他人传授

知识,或是作为知识的接收方向他人咨询和学习两种

情形[14]。 因此,知识转移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过程,
知识发送方的沟通能力自然构成知识转移的重要变

量。 Szulanski(1996)声明,知识,尤其是带有隐性部

分的知识,需要大量的个体间交流,个体的沟通能力

可以显著降低知识的粘性,促进知识的有效转移。 因

而,高管的沟通能力在管理知识资源的高效转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15]。
首先,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保障管理知识资源的

转移质量。 沟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表述能

力,即编码能力。 它是指知识源把系列知识信息翻译

成他人能够理解和反应的具体的信息的能力,包括语

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 高管作为知识的发送源,良好

的沟通能力是保证知识准确编码成适合接收者理解

和吸收的信息的基础。 此外,在知识转移过程中,高
管的管理知识资源会受到诸如教育、观念、思维方式

等引起的一系列噪音干扰,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助于减

少知识传递过程中受到的噪音破坏,保持信息的真实

性[16]。 除了外部的干扰因素,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因

果模糊性和路径依赖性,也为知识的成功转移增加了

难度[15,17]。 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高管,会实现知识

与应用情境的最佳匹配,保障知识的目标价值性。
其次,良好的沟通能力也会增进成员对管理者的

信任,增强管理知识资源转移双方的意愿。 基于代理

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对管理者的可信关系的研究发

现,管理者依靠编码能力传达的精准信息与员工对管

理者的信任密切相关[18]。 进一步地,Whitener(1998)
认为,管理者确保频繁有效的沟通,易于形成下属成

员对其的知识交流信任[18]。 频繁有效的沟通能够增

加员工获取适合个人能力、意图和行为的可用信息,
增多开发共同愿景和语言的机会,提升员工对管理者

能力的信任[19]。 当知识双方的信任水平高时,高管

更愿意供给有用的知识,下属团队成员和员工也更愿

意聆听并吸收这些知识[20]。
最后,良好沟通能力的意义还在于营造管理知识

资源转移的良好组织氛围。 沟通的三层次说认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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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活动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次上展开,沟通对

个人的意义在于了解与学习,同时调节身心;对组织

而言则是为决策提供依据,协调成员的思想和行动与

组织保持一致,调剂成员的情绪,营造良好的氛围。
高管良好的沟通能力不仅保证了准确传达知识与信

息、实现个人意图,更重要的是可以营造合作的组织

氛围,有效化解成员由竞争引起的对外来信息与知识

的抵触情绪,促进管理知识资源的有效转移。 强调个

人竞争的组织氛围可能会构成知识共享的障碍,而团

队合作的观念则有助于产生知识共享的必要条件

———信任[21]。
H2:企业环境下,管理者的沟通能力正向影响

高管的管理知识跨组织边界转移效果,沟通能力越

强,知识转移效果越好。
进一步地,高管的沟通能力不仅对管理知识资

源的转移效果起到直接作用,还会调节领导权威对

管理知识资源转移效果的影响。 高管在向组织成员

扩散和分享知识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知识双方人

际 关 系 的 影 响。 Abrams、 Cross、 Lesser 和 Levin
(2003)把由沟通形成的人际信任划分为对他人的

能力信任和德行信任两方面。 基于能力的信任是指

下属成员确信高管明了自己谈论的知识、并且认为

这些知识值得聆听和学习,即对高管领导权威的信

任[19]。 Liao(2008)发现,管理者对期望行为奖励的

控制(即职位权力)和员工关于“管理者具有该领域

知识和专业技能(即个人威望)冶的信念,与员工接

受管理者传达的异质性知识的意愿呈正相关[22]。
也就是说,信任使领导权威对知识转移效果的作用

强化了。 因此,善于运用沟通能力,成功构建员工对

领导权威信任的高管,可以增进领导权威对知识转

移的积极效应,促进管理知识资源的成功转移。
H3:企业环境下,管理者的沟通能力正向调节

领导权威对知识资源转移效果的影响效应。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领导风格、沟通能力与管理知识资源转移效果间关系

二摇 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

依据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我们对实验进行了

精心设计[23]。 实验由 6 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 其

中 3 位负责本研究相关的实验设计与实施、问卷编

写、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等工作,另外 3 位主要负责控

制 ERP 模拟实验的操作流程、组织学生认真完成实

验中的每项工作。
被试是某大学的大四商科学生,共计 300 人,分

为 36 个实验小组(虚拟企业)。 本次实验以“周冶为
单位,每周 12 个实验团队参与实验,整个实验为期

三周。 实验分为实验前、第一阶段(模拟年份 0 ~ 3
年)和第二阶段(模拟年份 4 ~ 6 年)三个流程,具体

实施过程见表 1。

表 1摇 ERP 模拟实验过程

事件流程 实验前 第一阶段(模拟年份 0 ~ 3 年) 第二阶段(模拟年份 4 ~ 6 年)

实验操作

收集背景信息;
遴选 CEO;
CEO 培训;

成员分组与 CEO 匹配。

观察、录音;
收集并分析 CEO 工作日志;

统计各小组的模拟企业财务信息;
制定 CEO 对调计划。

CEO 强化培训;
CEO 调换,介绍新任 CEO 业绩;

观察、录音;
收集并分析 CEO 工作日志。

数据收集 — — 领导权威;沟通能力;知识转移效果;团队凝聚力等。

摇 摇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的测量

因变量:知识转移效果。 知识转移效果是指新任

CEO 的管理知识资源对下属(下属团队)的问题解

决、工作技能和知识等方面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本研

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24],从解决问题时的“知

识质量冶、“工作效能冶、和下属的“知识增量冶三个方

面出发,编制了包含 11 个题项的 Likert 5 点量表(琢
=0. 926)。 其中,“知识质量冶设置了 3 个题项,测量

下属及其团队对新任 CEO 在解决问题中引入的新技

术、新方法、新思路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程度;“工作效

能冶设置了 5 个题项,反映下属及其团队利用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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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的管理知识资源解决同类问题的效率、成本和反

应速度变化,以及工作绩效和团队声誉的改善状况;
“知识增量冶的变化设置了 3 个题项,测量转移的管理

知识资源对下属及其团队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观
念等的影响。

该变量的测量是在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随即对

所有小组的成员(除 CEO)通过问卷进行测量。 EFA
分析表明,数据结构为单维度因子,总变差解释能力

为 58. 613%,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2、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测量

领导权威。 领导权威指领导者在下属及下属团

队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25],采用 5 个题项(琢 = 0. 964)的 7 点 Likert 量
表对领导权威进行测度(1 = 完全不同意,4 = 中立,
7 =完全同意)。 它们分别是:“具有丰富的专业知

识冶、“决策具有很高的远见冶、“掌握的信息量十分

贫乏冶(反向编码)、“表现得到团队成员的高度认

可冶、“团队成员对其具有高信任度冶等。
对测量量表进行验证性 EFA 因子分析,该量表

为单因子结构,解释变差达到 74. 985% ,表明该量

表具有较好效度。
沟通能力。 本研究对 CEO 的沟通能力通过 CEO

的自评和团队成员对其评价两种渠道测量,由于高管

个人可能存在较高的自我认知偏差,因此,为了减小

误差,对沟通能力的分析,本研究依据团队成员对

CEO 的评价。 本研究根据定义,参考相关文献[26],采
用 5 个题项(琢 = 0. 906)的 7 点 Likert 量表对沟通能

力进行测量(1 = 完全不同意,4 = 中立,7 = 完全同

意)。 它们分别是:“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冶、“拥
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冶、“沟通技巧非常熟练冶、“经
常与团队成员进行仔细地沟通冶、“不太善于表达自

己的想法冶(反向编码)等。
对测量量表进行 EFA 因子分析,表明量表为单

因子结构,解释变差达到 75. 569%,表明该量表具有

较好的效度。
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我们对实验小组的

团队特征(如团队规模、凝聚力)、CEO 的人口统计

特征(如性别、性别差别、行业声誉)和管理知识资

源的属性进行了控制。
团队规模。 有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规模对新

任高管在目标企业中的影响力存在负面效应[27]。
为此,我们将实验小组的规模纳入分析模型。 根据

实验设计,被试被分为共计 36 个实验小组,其团队

规模最大值为 11,最小值为 6,均值为 8. 33,中位数

为 8,标准差为 1. 512。
团队凝聚力。 团队凝聚力是指团队对成员的吸

引力,以及成员对团队的任务承诺。 研究显示,团队

凝聚力越强,团队及其成员的知识路径依赖性也相

应增强,对外部知识介入的抵触情绪更激烈[28]。 为

了控制该效应,我们参考了相关文献[29],设置了“我
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信赖冶、“团队成员间合作

多于竞争冶、“团队成员都具有良好的责任心(爱岗

敬业)冶、“成员都将团队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冶、“每
一个成员都为达成团队目标,而努力工作冶、“团队

成员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出色地完成工作冶等 6 个

题项予以测量,题项采用 Likert7 点量表(1 = 完全不

同意,4 =中立,7 =完全同意)(琢 = 0. 921)。
进一步的 EFA 分析表明,该量表为单因子结

构,因子解释变差达到 73. 01% 。 这表明该测量具

有较好效度。
性别。 研究表明,知识供给方的性别在知识共

享中也发挥着微妙的作用[30]。 为此,我们将 CEO
的性别纳入控制变量。 根据统计,36 位 CEO 中有

男性 13 位 (占比 36. 1% ),女性 23 位 (占比 63.
9% )。 具体测量中,“1冶代表男性编码为,“0冶代表

女性。
性别差别。 主要衡量 CEO 与小组成员在人口

统计学方面的差异程度。 Konrad、Winter 和 Gutek
(1992)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形下,性别差异会造成

女性的孤立感和不满[31]。 另外,关于关系人口学的

研究表明,团队内男性成员的归属感和依附感会随

着性别差异性的减小而降低,女性则不然[32]。 因

此,CEO 与小组其它成员的人口特征差异度对知识

转移效果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 基于此,我们计算

了 CEO 与小组成员的“性别差异冶来控制关系人口

学可能带来的干扰效应。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32]:

1
n 移

n

j = 1
si - s( )

j

2

摇 摇 其中 si 为第 i 个小组新任 CEO 的性别(0 为女,
1 为男); s j 为该小组的第 j 个成员的性别,n 为小组

成员的数量。 上述公式计算的系数越大,显示 CEO
与小组的性别差别越大。

行业声誉。 很明显,新任 CEO 的行业声誉也会

对管理知识资源在组织内部的转移效果产生影响。
CEO 的声誉越好,企业成员对新管理知识资源的期

望越大,接受的意愿也越大。 具体地,本研究是以

CEO 前任小组第一阶段的实验成绩(所有者权益价

值),测量 CEO 的“行业声誉冶。
知识复杂度。 复杂性增加知识开发和转移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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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为了控制干扰,实验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研究

人员请 CEO 回忆其指导下属(团队)解决的最为重

要的问题,并就“问题解决过程中,涉及的专业知

识、个体经验和 /或技术手段冶进行评价,“多冶编码

为“3冶,“一般冶编码为“2冶,“少冶编码为“1冶,以此来

衡量关键知识资源的复杂程度。
本次模拟实验被试共计 300 名大四商科学生,

其中男性 107 人,女性 193 人。 依据随机分配的原

则,全体被试划分为 6 ~ 11 人规模的 36 个实验小

组,其中小组规模最大为 11 人,最小为 6 人,平均

8. 33,标准差为 1. 512。 36 位 CEO 角色中,男性 13
人,女性 23 人。 总体来看,CEO 角色的性别比与被

试总体的性别比保持了均衡。 变量的信度及样本的

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数据描述统计结果

变摇 量 均值 标准误 信度a Person 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 知识转移效果 3. 890 0. 534 0. 926
2 领导权威 5. 529 0. 939 0. 964 0. 897**

3 沟通能力 5. 614 0. 986 0. 906 0. 868** 0. 896**

4 团队规模 8. 330 1. 512 - 0. 171 0. 236 0. 349*

5 团队凝聚力 6. 324 0. 610 0. 921 - 0. 053 0. 100 0. 136 0. 056
6 性别 0. 360 0. 487 - - 0. 139 - 0. 150 - 0. 233 - 0. 323 - 0. 248
7 性别差别 0. 611 0. 144 - 0. 013 - 0. 015 - 0. 044 0. 095 - 0. 156 0. 689**

8 行业声誉 24. 222 13. 877 - 0. 446** 0. 430** 0. 387* - 0. 130 - 0. 233 0. 106 0. 017
9 知识复杂度 2. 333 0. 586 - 0. 350* 0. 351* 0. 422* 0. 065 - 0. 234 - 0. 033 0. 052 0. 177

(注:a:信度值为 Cronbach琢 系数;b: **P < 0. 01, *P < 0. 05。)

三摇 统计与检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领导权威、沟通能

力与管理知识资源转移效果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

行假设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回归分析结果

变摇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量 1. 883(1. 200) 1. 984***(0. 609) 2. 624***(0. 645) 2. 137***(0. 569)
团队规模 0. 045(0. 064) - 0. 033(0. 033) - 0. 073*(0. 037) - 0. 064**(0. 031)

团队凝聚力 0. 066(0. 143) - 0. 138*(0. 076) - 0. 183**(0. 081) - 0. 206***(0. 072)
性别 - 0. 236(0. 277) - 0. 175(0. 141) - 0. 143(0. 148) - 0. 123(0. 127)

性别差别 0. 519(0. 874) 0. 450(0. 444) 0. 516(0. 466) 0. 529(0. 396)
行业声誉 0. 017***(0. 006) 0. 001(0. 004) 0. 001(0. 004) - 0. 002(0. 003)

知识复杂度 0. 241(0. 144) - 0. 015(0. 078) - 0. 107(0. 087) - 0. 053(0. 077)
领导权威 0. 516***(0. 056) 0. 280***(0. 092)
沟通能力 0. 533***(0. 062) 0. 339***(0. 110)

领导权威 伊沟通能力 0. 054(0. 041)
R2 0. 345 0. 837 0. 820 0. 881

吟R2 0. 492 0. 475 0. 536
F 2. 541** 20. 504*** 18. 250*** 21. 368***

N 36 36 36 36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标准误,***P < 0. 01, **P < 0. 05, *P < 0. 1)

摇 摇 在模型 2 中,领导权威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回归

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该

结果说明领导权威和管理知识资源转移效果的关系

得到了证实,研究假设 H1 得到了验证。 这意味着,
在控制了高管团队特征、高管个体特征、问题属性等

因素的条件下,高管的领导权威越大,管理知识资源

的转移效果越好。
类似地,模型 3 的回归结果显示,沟通能力对管

理知识资源转移具有显著的正效应(0. 533,P < 0.
01),研究假设 H2 得到验证。 在对高管团队特征、
高管个体特征、问题属性等因素施加控制的条件下,
高管的沟通能力越强,管理知识资源的转移效果

越好。
模型 4 检验了研究假设 H3。 回归结果表明,领

导权威与沟通能力的交互项并不显著,H3 没有通过

统计检验。 但是,我们注意到交互项的符号为正,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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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沟通能力确实可正向调节领导权威与知识转移效

果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与多数理论所预期的一致。
进一步地,考虑到研究所使用的样本只有 36 个,其
回归系数在 0. 1 水平上不显著也不足为奇。

另外,模型 1鄄4 的结果显示出,大部分的控制变

量的影响效应和预期一致。 高管团队特征都表现出

了相当显著的负向效应,尽管模型 1 的结果与其他

模型不同,但并不显著。 女性 CEO 在知识的高效转

移方面相对更有优势。 而 CEO 与团队成员的性别

差别越大,知识转移效果越好,呈现出了“异性相

吸冶的特点。 较好的行业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

管理知识资源的转移。 在对 CEO 的领导权威和沟

通能力未加控制的情形下,复杂的知识转移效果更

好(模型 1 显示),而控制了 CEO 的这两个特征之

后,知识越简单,转移效果越好,说明 CEO 的领导权

威和沟通能力对化解知识复杂度、克服知识转移障

碍尤其重要。 因为企业中的复杂知识往往伴随的是

组织战略层的、新颖问题的解决,知识的成功转移对

高管的素质要求更高。

四摇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领导权威、沟通能力对管理知识

资源转移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并运用 ERP 沙盘模

拟的数据获取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
(一)正如预期的一样,高管的领导权威对知识

转移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高管在团队中的权

威越大时,发生转移的管理知识资源质量越高,运用

之后取得的工作效能越好,团队成员的知识增量也

越多。 该结论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研

究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智力资本与

商业智慧、人力资本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与

发展、创新与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3]。 这

意味着,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企业家 / CEO 拥有绝

对的权威,他们的管理知识资源可以很好地被下属

吸收、应用,最终创造出价值,管理资源的多少成为

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拥有较大领导权威的高

管,尤其是中小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高管,在具备领导

权威形成的知识转移优势时,要高度重视自身领导

素质、思维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因为最终决

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战略成败的是高管的管理

知识资源。
(二)高管的沟通能力显著影响知识转移效果,

同时还正向调节领导权威对管理知识资源转移效果

的影响。 这意味着,在促进高管向组织转移管理知

识资源时,企业应更加重视新任高管的沟通能力的

提升,因为相对管理知识资源积累形成的领导权威,
沟通能力的培养更加快速和有效。 对于组织实践来

讲,无论是通过特定的培训,增强高管的沟通能力,
还是建立学习与共享的组织文化,鼓励高管借助领

导权威分享新知识,都是充分获取高管的知识资源、
为组织注入新鲜血液的重要途径。

(三)本研究清晰呈现了高管的人口特征(性
别、行业声誉、性别差别)和团队特征(规模、凝聚

力)对知识转移效果的不同影响。 特别地,女性高

管转移知识的比较优势,可能成为“女性高管参与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女性高管人力资本(学历、专业

知识、经验)强化女性高管参与对技术创新的积极

影响冶的内在机制[34]。 组织可以依据知识转移双方

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匹配人员,为管理知识资源的高

效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例如,尝试为男性成员较多

的高管团队,选聘和培养领导权威高、沟通能力强、
具备更多人力资本的女性 CEO 等。

本研究基于知识转移视角,深入分析了高管的

两大特征———领导权威和沟通能力对管理知识资源

转移效果的影响机理,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 鉴于

模拟实验的固有缺陷,数据获取的情境和现实有一

定的差距,不可避免地,研究结论在外部效度和内部

效度需要谨慎对待,并期待更为广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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